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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发现，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社会经济地位

的代际相关性降低，甚至是消失了。这一发现被看做大学教育促进社会流动

的有力证据，但其作用机制往往被简单地归因于学生的高度选择性或者劳动

力市场中大学文凭的符号效应，大学教育过程本身对学生人力资本提高的作

用却被忽略了。本文利用一个对大学生群体为期五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试图

证明大学教育自身对家庭背景影响的削弱作用，来自于为不同社会阶层出身

的学生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学习锻炼环境，帮助他们，特别是那些来自弱势

家庭的学生，提高自身的非认知能力，以应对毕业后的工作。

关键词：高等教育　贫困　非认知能力　初职收入

Ｆｒｏｍ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Ｐｏｖｅｒｔｙ，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Ｊｏｂ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ＸＵ　Ｄｕｏｄ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ｍｕｃｈ　ｗｅａｋｅｒ，ｏｒ

ｅｖｅｎ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ｔｅｎ

·０９·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7.04.004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ｈ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ｂｙ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ｈｅｌｐ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Ｔａｋ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ｍａ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ｓ

ｆ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ｒｓｔ－ｊｏｂ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一、引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大学曾是无数寒门学子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之一。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大学学费的大幅上涨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机会的不断增加，对于那些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大学对他们正逐
渐失去吸引力，媒体上甚至不断出现“读书无用”或“寒门不能出贵子”
的悲观论调。基于覆盖两万多个农村学生的八个大型调查的数据，罗
泽尔和他的团队（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估计，中国农村学生在整个中学阶
段的累计辍学率竟然高达６３％。也就是说，在１００个农村初中生中，
只有３７个可以读到高中毕业，其中，只有２３个读的是普通高中。而这

２３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参加高考，并顺利考上大学。他们认为，这
主要是因为农村家庭对“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以及在巨大经济的
压力下做出的冲动决策。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看似陈旧的问题被再一次提出来，读大学真的

有用吗？已有的研究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学历
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回报，且这一回报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持续增长。
美国的研究发现，在１９９９年，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收入要比一个高
中毕业生高７５％，到了２００９年，这一优势扩大为８４％（Ｃａｒｎｅｖａｌｅ，

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ａｈ，２０１１）。就中国而言，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
学学历的收入回报率有了大幅度增长（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４），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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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等人（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利用三轮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
据发现，对于一个随机选择的个人而言，就读四年制大学的累计回报率
从１９８８年的２４．４％增长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２％，到２００２年甚至达到１６５．
１％。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还扮演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均衡器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ｒ）的作用。经典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在大学教育阶段，社会
经济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大大降低，甚至是完全消失了（Ｈｏｕｔ，１９８４，

１９８８）。这意味着，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家庭出身变得不再
重要，大学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平等。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寒
门学子来说，确实是“大学改变命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是社会流动与分层领域最为重要的研

究命题之一，大学教育能够削弱乃至消除弱势地位的代际传递的结论
也一直被不断验证，但我们对其中的机制的研究并不充分（Ｔｏｒｃｈｅ，

２０１１）。或者说，我们虽然知道读大学有用，却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用。
对于这一问题，为数不多的文献给出两个答案。一是因为大学的录取
具有高度选择性，只有那些在可观测到和不可观测到的各方面能力、条
件都很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拔成为大学生（无论他们家庭出身如何），
因此，这群人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并不奇怪（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４；Ｔｒｅ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１９９３）；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
割，在大学毕业生所对应的首要劳动力市场中，“任人唯才”的选择机制
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大学的“符号效应”要强于社会网络的影响 （Ｂ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Ｔｏｒｃｈｅ，２０１１）。然而，我们注意到，大学教育本身
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提高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如果大学的效
应完全来源于“选择效应”和“符号效应”的话，那么，“读大学”本身并不
能缩小低社会出身和高社会出身的人之间的实质差异，也就说不上什
么“大学改变命运”了。
本文试图在以往对大学效应解释的基础上补充非常重要但又往往

被忽略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大学的作用还来自四年教育本身对学生人
力资本，特别是非认知能力方面的提高，从而帮助他们应对进入劳动力
市场后的各种挑战。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从中受益尤其大，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上大学会削弱家庭背景对职业获得和经济收入的影响。本文
利用一个对大学生群体为期五年的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以及个人增长
曲线模型，揭示了这一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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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大学教育会缩小不平等？

虽然教育获得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关

键性作用（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但如果将整个教育过程看做一系
列从低到高的阶段过渡的话（Ｍａｒｅ，１９８０，１９８１），我们会发现，家庭背
景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大降低，甚至消失了
（Ｈｏｕｔ，１９８４，１９８８）。也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
和平等性的重要推动力。霍特（Ｈｏｕｔ，１９８８：１３９１）甚至直言：“对于如
何克服不利的家庭出身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就是：大学文凭”。然而，
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相符合的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一现象的因果解
释缺少关注 （Ｔｏｒｃｈｅ，２０１１）。
目前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给出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选

择性”解释。唐启明和山口和夫（Ｔｒｅ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１９９３）在“梅
尔模型”（Ｍ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的基础上提出，在每一个教育过渡阶段，选拔上
来的低社会出身的人都要比高社会出身的人在（不可测量的）能力方面
更为优秀，并且，越到高级的教育阶段，这一选择性就越强。因此，在大
学生群体中，实际上既包括家庭出身差但能力特别强的人，也包括家庭
出身好但能力并不那么出众的人，这一内部异质性最终抵消了家庭背
景的影响。然而，这一解释在实践检验中遭到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按
照这一逻辑，当教育扩张后，高等教育对人群的选择性降低，越来越多
能力不那么强的低社会出身的人也能上大学，那么家庭背景的作用应
该重新显著，但在对１３个国家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这一假设并不成
立（Ｓｈａｖｉ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１９９３）。第二，如果选择性随着教育阶段递增
的话，那么在本科以上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应该要更
小，但事实证明，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的影响反而更大了（Ｔｏｒｃｈｅ，２０１１）。
二是“符号效应”（或“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解释。由于劳动力市

场的内部分割，首要劳动力市场（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的平均报酬要显著高于
次级劳动力市场（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Ｐｉｏｒｅ，１９８３）。并且就选拔机制而言，
首要劳动力市场主要面向那些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任人唯才”而不是
“任人唯亲”；相对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要求并不
高，因此，社会网络（或者说家庭背景）的作用要更为显著。所以，只要大
学毕业生具有大学文凭这个明显的人力资本符号，他们的雇主就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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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们的社会出身（Ｂ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７）。这一假设在中国也得到
了经验支持。例如，吴愈晓 （２０１１）基于五个城市的数据发现，高学历劳
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而人力资本只对位于
首要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有显著影响。
笔者认为，这两种假设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能独立解释我们从

经验数据中得到的各种观察结果，因为这两个效应同时存在，并共同起
作用。基于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家庭背景、大学教育和工作收入的关系
总结为图１中的假设模型Ⅰ。黑色实线代表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
灰色实线代表具有大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可以看到，从截距来说，大
学教育程度的人收入总是要更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系统的选择效

图１：假设模型（家庭背景、大学教育和工作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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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那些各方面能力条件较好的人筛选出来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
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决定了首要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报酬要更高；从斜率
或相关系数来看，家庭背景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没有影响，而对
于非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家庭
背景不好的人就读大学更困难，因而选择性也更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在
首要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的符号效应更为重要，而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
社会关系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将两条线之间的纵向差距看做大学的
效应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家庭背景更差和更不可能读大学的人来说，

如果读大学的话，他们可能获得的好处是最大的，这也就是布兰德和谢
宇（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０）所说的“负向选择”（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这两个机制在解释上大学的作
用时，实际上根本没有涉及四年的大学教育过程本身的效应。似乎一
个人只要自身能力强，有“大学生”这个头衔，就算从没上过大学，从没
踏进校园一步，也依然能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丰厚的回报。按照这种
逻辑，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投资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其本身并不
能够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附加值。这一疑虑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
论，无论是早期的柯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７９），还是最近的奥姆和洛克萨
（Ａｒｕｍ　ａｎｄ　Ｒｏｋｓａ，２０１１），都质疑除了所谓的“符号效应”，大学教育并
不能真正帮助学生发展技能和提高能力。同时，美国最近的一个研究
用数据证明，即便在都拥有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内部，他们的工资也与他
们个人的非认知能力、１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等在校表现紧密相关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１）。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提出了改进的假设模
型Ⅱ。在这里，我们认为大学教育对学生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能力有
实质性的提高作用，并且这一作用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更大，２因
此，高等教育过程本身对提高学生，特别是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的人力
资本的作用也应该被看做大学教育促进平等的重要解释机制之一。

１．通过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ＡＦＱＴ）测量。

２．图１中，黑色实线与黑色虚线之间的纵向差距即代表“大学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对于家庭
出身差的人更大，对于家庭出身好的人则相对要小一些。

三、大学生贫困、非认知能力与收入

在１９８９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完全免费的。自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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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施大学“并轨招生”以来，高校收费迅速上涨，随之而来的大学生贫
困问题也日益凸显。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自

１９９７年开始的短短的十几年内，大学生的人均学杂费猛增至原来的四
倍，甚至超过了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占人均ＧＤＰ的

２０％左右，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年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显示，从１９８９年国家对高等教育
进行收费开始到今天，中国大学的学费增长了至少２５倍，培养一个大
学生平均需要一个城镇居民４．２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１３．６年的
纯收入（王延中，２０１２）。３这还仅仅只是学费，由于很多大学生并不在
自己的家乡就读，对他们来说，住宿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这无疑给寒门学子的家庭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并带来一系列的教
育公平问题，已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多数研究认为，在校贫困会在综合素质、学习成绩、身心健康和

社会资本等方面给大学生带来负面的影响，拉大他们与其他普通大学
生的差距，从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预期和表现（李从松，２００２；
谢桂阳、程刚，２００２；周剑平，２００５）。然而，也有相关的调查研究发现，
与大家的预期相反，贫困生的在校表现实际上并不差。例如，张欢和王
丽（２００８）对１７所高校的９　４６１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贫困生和非
贫困生对就业的主观期望和认知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并认为这是
因为高等教育本身可以缩小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综合能力素质和社会

资本上的差距，从而降低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周大雄和陈海平
（２００５）的研究也认为，在大学教育过程中，贫困生会不断拓展与重构自
己的社会网络资本，而这些新的社会网络资本的建立对于他们的职业
地位获得具有显著作用。这些发现都提醒我们要重点关注大学生在校
期间的表现，特别是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因为这可能为我们解释大学毕
业生中家庭背景与收入的弱相关性提供新的证据。

３．这个费用不仅仅包括上大学期间的学费，还包括上大学之前的小学和中学的学费。

近年来，劳动经济学开始越来越关注非认知能力（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Ｂｏｗｌｅｓ，Ｇｉｎｔｉｓ　ａｎ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０１；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Ｓｔｉｘｒｕｄ　ａｎｄ　Ｕｒｚｕａ，２００６）。
研究者认为，除了我们经常讨论的人力资本，如教育、工作经验、认知能
力等，个人的“心理资本”（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也是影响工作表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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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心理资本被经济学家赋予另外一个统一的
称谓，即“非认知能力”。从定义上来说，所有与认知无关的能力，如社
会交往技能、某些特定的人格和个性特征、动机和志向，甚至是所谓的
“情商”和“软实力”，等等，都可以被纳入“非认知能力”，因此，我们不可
能使用一个单一的指标来测量这一包含复杂维度的概念。但就目前来
说，研究者比较公认的是把自我效能感（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和自尊感（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这两个标准的心理学量表作为非认知能力的一种客观测量。
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
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自尊感”是指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
性总体的情感上的评价。以往的众多研究证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
通常会比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人投入更多的资源（如工作时间更长，更努
力）来达到更高的成就，而自尊感通常也被证明与劳动力市场表现和经
济收入正向相关（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Ｖｅｕｍ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ｔｙ，１９９７；Ｂｏｗｌｅｓ，Ｇｉｎｔｉｓ
ａｎ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Ｓｔｉｘｒｕｄ
ａｎｄ　Ｕｒｚｕａ，２００６）。此外，除了非认知能力对工作结果的影响，工作经
验或一些活动本身也可能会造成个人非认知能力的变化（Ｈｅｃｋｍａｎ，

Ｓｔｉｘｒｕｄ　ａｎｄ　Ｕｒｚｕａ，２００６）。例如，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打工
实习经历可以帮助他们熟悉工作环境，培养个人的责任感和好的工作
态度，学习如何处理协调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而这些都有可能意味着个
人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的提高。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中国贫困大学生
在心理压力、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等测量指标方面并没有显著劣势，并
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大学里提供的各类社团和学生会

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四、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以往研究对大学教育本身效应的忽视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数据

的限制。因为在大部分调查数据中，我们只能观察到个人大学毕业后
的结果，而不可能知道他刚上大学时，或即将毕业前的能力和表现，也
就无从判断在大学四年间，其能力是否有实质性的提高。本文通过分
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ＣＳＰＳ）的数据，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成长经历和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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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程进行动态的观测。这是一个对北京１５所高校５　０００多名大学
生进行的为期五轮的追踪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大学为首
要抽样单位，专业为第二抽样单位），在２００９年从北京市５４所公立大
学当时的大一（２００８级）和大三（２００６级）学生中分别抽取２　０００人左
右的代表样本，并在之后的５年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追踪访问 （李路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尽管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样本，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
一个高等教育非常发达的城市，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林立，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可以看做中国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一个缩影。这一
数据提供了关于大学生家庭背景、在校表现、个人能力和劳动力市场参
与的详实信息，并在五轮调查中维持了很高水平的追访成功率
（吴晓刚，２０１６）。
本文将分析全部五轮的调查数据。为了说明方便，笔者将分析样

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在校样本”，包括对２００８级大一到大四的
样本（第一轮到第四轮）的观测和对２００６级大三到大四的样本（第一轮
到第二轮）的观测；另一部分为“工作样本”，包括对２００８级毕业第一年
样本（第五轮）的观测，和对２００６级毕业前三年样本（第三轮到第五轮）
的观测。出于分析“成长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需要，作者进一步
将“在校样本”限定为在校期间至少被观测到两次或以上的大学生，将
“工作样本”限定为毕业后参加工作且有初职收入信息的大学生。在删
去少数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样本和其他有变量值缺失的样本以

后，我们分别得到４　３６９人、１３　０６９个观测点的“在校样本”和包含

１　３３６人的“工作样本”。

（二）变量
研究大学生的贫困问题，首要任务便是定义何为“贫困”。目前中

国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定义并没有统一标准，但研究者一般是用学生在
校的必要花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与家庭总收入作比较，如
果学生的家庭总收入低于学校所有学生的平均必要花费，则被认定为
贫困（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但是，任何家庭显然都不可能不吃不喝，把百
分之百的家庭收入都投入到教育花费中，因此，对于那些家庭收入比必
要花费稍高的学生而言，他们仍有可能存在上学费用方面的经济困难。
所以说，客观贫困的划分可能过于严格，大学生自我评定的主观贫困则
能够更多地反映个人的实际情况。但我们也需要注意主观测量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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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弊端，因为不同的人对于贫困的感知可能是不一样的。总之，这两
个贫困测量的方法各有优劣，互为补充，本文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来
测量在校贫困。主观贫困的划分依据是受访者自评，如果受访者回答
“在上学费用（学费、住宿费、生活费）方面有经济困难”，则被认为是主
观贫困；客观贫困的划分依据是具体学校具体专业４的必要花费数额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如果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低于所有学生中必
要花费的中位数，则被认为是客观贫困。只要一个大学生满足任一贫
困标准，则会被归类为“贫困大学生”，既不属于主观贫困又不属于客观
贫困的则被归类为“非贫困大学生”。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大学生的
经济情况在大学四年中是相对稳定的，调查只在第一期访问中问了这
些问题，因此，这里的贫困是非时变变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在
第一期访问中被定义为贫困生，在后面的几轮访问中也就会被自动认
为是贫困生。根据这一定义，在我们的４　３６９名大学生样本中，１　１５５
人为贫困大学生，贫困率为２６％，即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在上学期
间有经济困难。

４．在李宏斌等（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的研究中，他们计算的是校级层面的平均花费数，但同一学
校，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实际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医学专业的学费一般就要高很多。所以，
本文计算的是“学校—专业”层面的平均花费数。

表１报告了首都大学生上学费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到，不管是
学费、住宿费，还是生活费，其内部的变异度都非常大。比如，学费最低
的为０（可能是由于减免学费），最高的为５０　０００元／年；住宿费最低的
为０（北京本地学生可能住在家中因此没有住宿费），最高的为９　０００
元／年；生活费更多的体现个人的消费水平，因此差异尤其大，最低的仅
为６００元／年，最高的竟达到９６　０００元／年，是最小值的整整１６０倍。
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大学生内部贫富分化明显，另外也提醒我们均值并
不一定能有效反映大学生上学花费方面的真实情况，因为它很有可能
被极端值影响。所以，我们这里倾向于用中位数来代表首都大学生一
般情况下每年的花费水平：学费为５　０００元，住宿费为９００元，生活费
为８４００元（平均７００元／月），一年的总费用为１５　１００元。而在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调查进行的当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２５　５７５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７　１７５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５　１５３元。也就是说，
北京一个大学生每年的上学全部费用相当于当年人均ＧＤＰ的近六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九成，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３倍，家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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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首都大学生上学费用（单位：元／年）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费 ５　０００　 ５　６９７．７１　 ４　０９２．６０　 ０　 ５０　０００
住宿费 ９００　 １　０３５．４０　 ４５８．５４　 ０　 ９　０００
生活费 ８　４００　 ９　５７３．９５　 ５　１５６．８４　 ６００　 ９６　０００
总费用 １５　１００　 １６　３０７．０７　 ６　９５６．０８　 ３　０００　 １０１　７５０

承受经济压力不可谓不重。

另一个重要变量非认知能力是一个包括多个方面的综合概念，但
已有文献中常使用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来测量（Ｈｅｃｋｍａｎ，Ｓｔｉｘｒｕｄ
ａｎｄ　Ｕｒｚｕａ，２００６）。因此，本文也将沿用这两个变量来测量学生的非认
知能力。对于自我效能感的测量，ＢＣＳＰＳ中采用的是目前在国际上广
泛使用的，由德国心理学家施瓦泽和他的同事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ＧＳＥＳ），旨在测量个体应付各种不
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情物时一种总体的自信心。量表共有１０个
项目，让受访者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１代表“完全不符合”，４代表“完
全符合”，分数越高，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好，对自我处理困难越有信
心。而对于自尊感，ＢＣＳＰＳ中使用的是最常用的“罗森博格自尊感量
表”（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ａｌｅ，ＲＳＥ），旨在测量个人对自我价值
的主观评价。类似的，自尊量表也有１０个项目，但其中５个为正向计
分项目（１、２、４、６、７），５个为负向计分项目（３、５、８、９、１０）。对负向计分
进行逆向调整后，分数越高，说明自尊感越高，对自己评价越正面。为
了得到一个综合的自我效能感或自尊感的指标，我们对个人在１０个项
目上的得分取均值，５但如果一个人在３个及以上的项目上没有做出回
答，最终的得分则为缺省。ＢＣＳＰＳ调查对所追踪的大学生在校的每一
年都使用了同样的量表对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进行重复测量，因此能
够真实地反映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非认知能力的变化情况。

５．另一种常见的得分计算方法是把所有项目的得分加总，但这里取均值的做法优势在于可
以保持与原问题同样的尺度（１到４），从而可以使读者更直观地解读综合得分。

此外，笔者将大学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初职）的小时工资的自然
对数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在模型估计时，还纳入几个重要的影响收
入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包括工作地点（北京＝１）、工作部门（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无法归类或缺失）、工作行业（第一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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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ＩＴ业、金融业、其他第三产业、无法归类或缺失），以及从事的职
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无法归类或缺失）。

其他一系列个人、家庭和学校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如性
别（男性＝１）、读大学前的户口性质（城市户口＝１）、民族（少数民族＝
１）、生源地（北京＝１）；家庭背景，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至少有一人为大
学学历＝１）、父母的职业（至少有一人为白领职业＝１）、６兄弟姐妹数；

其他的控制变量还有抽样年级（２００６级或２００８级）、学校（１５分类）和
专业（７分类）７的一组虚拟变量。

６．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被定义为白领。

７．包括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理科、工科、农学、医科、管理学，以及不分专业／其他专业。

表２和表３分别报告了在“在校样本”和“工作样本”中贫困大学生
与非贫困大学生在主要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从表２可以

表２：“在校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是否贫困划分）

非贫困大学生

均值 标准差

贫困大学生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Ｐ值
非认知能力变化

　自我效能感

　　大一 ２．９０５　 ０．４９３　 ２．８３４　 ０．４７９　 ０．００２

　　大二 ２．８７９　 ０．４８９　 ２．８０７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２

　　大三 ２．９２４　 ０．４９６　 ２．９００　 ０．４８８　 ０．１７５

　　大四 ２．８９９　 ０．４９５　 ２．８９３　 ０．５０６　 ０．７２５

　自尊感

　　大一 ４．１４３　 ０．６４８　 ４．０４７　 ０．６４０　 ０．００２

　　大二 ４．０６４　 ０．６３７　 ３．９９９　 ０．６２０　 ０．０３３

　　大三 ４．０２４　 ０．６６５　 ３．９７８　 ０．６５９　 ０．０４４

　　大四 ３．９３４　 ０．６５８　 ３．９３０　 ０．６４７　 ０．８３３
人口学特征

　男性 ０．５０６　 ０．５００　 ０．５７１　 ０．４９５　 ０．０００

　城市户口 ０．８３９　 ０．３６７　 ０．４１８　 ０．４９３　 ０．０００

　少数民族 ０．１０１　 ０．３０１　 ０．１４４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０

　北京生源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８０　 ０．０００
家庭背景

　父母大学学历 ０．５７２　 ０．４９５　 ０．１６６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０

　父母白领职业 ０．５４２　 ０．４９８　 ０．１７７　 ０．３８２　 ０．０００

　兄弟姊妹数 ０．３２４　 ０．６６４　 ０．９５７　 ０．９２７　 ０．０００
Ｎ　 ３　２１４　 １　１５５　 ４　３６９

　注：统计检验为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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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工作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是否贫困划分）

非贫困大学生

均值 标准差

贫困大学生

均值 标准差

χ２或ｔ检验

Ｐ值

劳动力市场特征

　小时工资（元） ２７．４２　 ２５．９１　 ２７．５１　 ２７．３４　 ０．９５２

　小时工资对数 ３．０８１　 ０．６２９　 ３．０７１　 ０．６４０　 ０．７９１

　工作地点为北京 ０．７６５　 ０．４２４　 ０．６５３　 ０．４７７　 ０．０００

部门

　机关事业单位 ０．１９６　 ０．３９７　 ０．１７１　 ０．３７７

　国有企业 ０．３２９　 ０．４７０　 ０．３１０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０

　私有企业 ０．４５６　 ０．４９８　 ０．４９５　 ０．５０１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０２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２３　 ０．１５２

行业

　第一及第二产业 ０．１６６　 ０．３７２　 ０．２２８　 ０．４２０

　ＩＴ业 ０．１４７　 ０．３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３６２

　金融业 ０．１４５　 ０．３５２　 ０．０９６　 ０．２９５　 ０．０００

　其他第三产业 ０．４２０　 ０．４９４　 ０．３９９　 ０．４９０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７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８

职业

　管理人员 ０．１２７　 ０．３３４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２７４　 ０．４４６　 ０．２９１　 ０．４５５　 ０．０００
　一般工作人员 ０．５６５　 ０．４９６　 ０．５４２　 ０．４９９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０３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７　 ０．２１２

个人能力

　自我效能感 ２．９１８　 ０．５０７　 ２．９０２　 ０．５０７　 ０．５８６

　自尊感 ３．９６４　 ０．６４０　 ３．９５６　 ０．６５５　 ０．８１８

　标准化高考成绩 ０．４５２　 １．３６６　 ０．５０２　 １．３９１　 ０．５３７

在校表现

　学业成绩 ０．５３０　 ０．２２４　 ０．５３９　 ０．２３２　 ０．４８１

　党员 ０．２５７　 ０．４３７　 ０．２９３　 ０．４５６　 ０．１６３

　社团活动 ７．６２５　 １３．５０５　 ８．６３０　 １３．８２０　 ０．１９８

　学生干部 ０．６１６　 ０．４８７　 ０．６０３　 ０．４９０　 ０．６４５

　实习经历 ０．８１４　 ０．３８９　 ０．８０８　 ０．３９５　 ０．７６８

　兼职经历 ０．５４０　 ０．４９９　 ０．７１４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Ｎ　 ９１０　 ４２６　 １　３３６

　注：１．“个人能力”和“在校表现”为毕业前（大四）的测量值。
２．统计检验为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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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相比，在出身和家庭背景上，贫困大学生更多
来自农村和外省，父母具有大学学历和从事白领职业的比例也更低。
并且，他们在刚进入大学时，非认知能力也显著更低，但有趣的是，在大
学期间，这一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缩小，直至毕业前他们与其他大学
生不再有显著性的差别。表３则显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贫困大
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在个人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和在校
表现上都旗鼓相当。并且，在毕业后的初职工作中，他们获得的收入回
报无显著差异。但相对而言，非贫困大学生似乎在初职职业地位获得
上有微弱的优势。例如，他们更有可能留在北京工作，更多的就职于体
制内部门或金融行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比例也略微更高。这可能与非
贫困大学生本身来自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的比例更高有关，也可能是
因为他们优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多的

帮助。

（三）模型
本文使用了“增长曲线模型”（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Ｍｏｄｅｌ）来跟踪个人

在大学四年期间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变化情况。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
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观测到两个组别的人在结果变量上发展轨迹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最终结果上的差异（Ｈｏｘ　ａｎｄ　Ｓｔｏｅｌ，

２００５；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２００５；Ｃｕｒｒａｎ，Ｏｂｅｉｄａ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ａｒｄｏ，２０１０）。简单
来说，我们可以把“增长曲线模型”看做一种特殊的多层次线性模型
（ＨＬＭ），“人—时”为第一层次，反映的是个人内部随时间的变异
（ｗｉｔｈ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个人为第二层次，反映的是个人之间的变异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跨层交互项可以
反映不同个人之间增长模式的不同。这里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这一模
型允许个人在一连串时点中的某一些时点的观测值有缺失（Ｃｕｒｒａｎ，

Ｏｂｅｉｄａ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ａｒｄｏ，２０１０），因此，我们这里使用的实际是一个不平衡
样本（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即同一个个人被观测到的次数最少为２次，
最多为４次；第二，尽管“增长曲线模型”本身允许增长轨迹为非线性的
（Ｃｕｒｒａｎ，Ｏｂｅｉｄａ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ａｒｄｏ，２０１０），但鉴于我们这里只有四个时点，
不足以进行非线性拟合，笔者将所有增长轨迹都限定是线性变化的；第
三，由于个人嵌套于学校中，学校实际上可以作为第三个层次，但使用
三层非限制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学校层次的变异只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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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一部分，因此，本文只使用了两层次模型。用公式表示的话，本文
使用的模型设定如下：

Ｙｔｉ ＝β０ｉ＋β１ｉ·ｔ＋ｅｔｉ （１）

　　方程（１）描述了第一层次，即“人—时”层次模型，估计的是大学生

ｉ在第ｔ年的大学教育阶段所具有的非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或自尊
感），用Ｙｔｉ表示。其中，β０ｉ代表大学生ｉ的增长曲线的截距项，即刚入
校时非认知能力的初始值。β１ｉ代表大学生ｉ的增长曲线的斜率项，即
在ｔ年间非认知能力的增长率。ｅｔｉ则表示未被解释的残差项。

８．在方程（２）中，还加入了抽样年级、学校和专业的一系列虚拟变量。

在模型的第二层次，即个人层次，我们进一步允许每个人的增长曲
线的截距项和斜率项随观测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观测变量中，

Ｐｉ是本文重点关注的贫困虚拟变量，Ｘｉ则是一系列的控制变量，８包括
性别、读大学前的户口性质、民族、生源地、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的职
业、兄弟姐妹数和家庭年均收入。在方程（２）中，γ００代表非认知能力截
距的固定效应，这一效应对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点都是固定不变的。

γ０１代表贫困大学生和非贫困大学生在刚入校园时在非认知能力上的
差异。γ′０２ 代表其他观测变量对非认知能力的初始值的一系列影响。

ｕ０ｉ代表未被解释的截距的随机效应。类似的，在方程（３）中，γ１０代表非
认知能力斜率（或者说增长速度）的固定效应。γ１１代表贫困大学生和
非贫困大学生在非认知能力增长率上的差异。γ′１２ 代表其他观测变量
对非认知能力增长率的一系列影响。ｕ１ｉ代表未被解释的斜率的随机
效应。此外，作者还允许两个随机效应项ｕ０ｉ和ｕ１ｉ相关，因为在现实中
有可能初始水平高的人，增长速度反而会慢。

β０ｉ ＝γ００＋γ０１Ｐｉ＋γ′０２Ｘｉ＋ｕ０ｉ （２）

β１ｉ ＝γ１０＋γ１１Ｐｉ＋γ′１２Ｘｉ＋ｕ１ｉ （３）

五、分析结果

（一）大学期间非认知能力的增长
为了直接验证大学教育是否能够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我们有必

要考查学生在校期间个人能力的增长情况。由于大学入学考试和录取
分数线划定的统一性，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家庭出身如何，同一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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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的学生在认知能力方面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而在无法测量的非
认知能力方面，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时是否会有显著差
异呢？根据“选择性理论”的推断，贫困大学生在非认知能力上的表现
应该不差于甚至是优于非贫困生。但考虑到非认知能力更容易受到家
庭投资和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Ｃｕｎｈａ　ａｎｄ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８），而中国目
前的高考制度又并不会在这一方面进行筛选，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在
刚进入大学时，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更差。
在表４和表５中，笔者利用“增长曲线模型”分别对大学生在校期

间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的发展变化进行估计。在此之前，我们先运行
一个不加入任何解释变量的“非限制性模型”（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看
总体变异的来源。结果表明，对于自我效能感而言，４７．６％的变异来自
个人内部随时间的变异，其余的５２．４％则来自个人层次的变异；对于
自尊感而言，总变异的４９．７％为个人内部的变异，其他５０．３％则为个
人层次的变异。可见，在大学期间，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有相当大的变
化，如果仅看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非认知能力，我们可能会忽视大
学本身对个人能力所带来巨大改变。模型１首先只放入时间变量，斜
率常数项反映的是对于所有大学生而言非认知能力的增长率。有意思
的是，我们发现，在大学期间的自我效能感并没有显著变化，自尊感反
而下降了。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在刚刚进入校园时，踌躇满志，自信
满满，自尊感因此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对自
己的认识越来越趋于客观理性，因此，这里的“下降”实际上可以看做自
尊感从虚高水平到正常水平的回归。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类别
的大学生的这一变化趋势是否有所不同，或者说，大学教育的效应是不
是因人而异。因此，我们在模型２加入个人层次的分组变量———贫困
虚拟变量，并允许贫困大学生和非贫困大学生这两组人的增长率不同。
在固定效应系数部分，贫困的系数为负向显著，说明在刚进入大学时，
贫困大学生的非认知能力确实要低于非贫困大学生，这从侧面推翻了
“选择性理论”的推断。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跨层交互项系数（或者
说增长率系数）是正向显著的，这意味着，贫困大学生虽然起点低，但他
们在随后的大学教育过程中非认知能力的增长速度要更快。即便我们
在模型３和模型４中又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这
一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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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估计自我效能感变化的个人增长曲线模型结果

因变量：自我效能感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固定效应系数

　截距常数项 ２．９０９＊＊＊ ２．９３４＊＊＊ ２．８０９＊＊＊ ２．７６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１）

　贫困大学生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人口学特征 否 否 是 是

　家庭背景 否 否 是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抽样年级 否 否 是 是

　　学校 否 否 是 是

　　专业 否 否 是 是

增长率系数

　斜率常数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贫困大学生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人口学特征 否 否 否 是

　家庭背景 否 否 否 是

随机效应方差

　Ｖａｒ（截距）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Ｖａｒ（斜率）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Ｃｏｖ（截距，斜率）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Ｖａｒ（残差）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不同层次占总变异％

　个人内部随时间的变异 ４７．６％

　个人间的变异 ５２．４％

个人样本量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观测样本量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注：１．模型均允许时间（大学学年）的截距和斜率在个人层次随机变化，并且
允许二者相关。

２．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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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估计自尊感变化的个人增长曲线模型结果

因变量：自尊感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固定效应系数

　截距常数项 ４．２７１＊＊＊ ４．３０５＊＊＊ ４．３４５＊＊＊ ４．３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６）

　贫困大学生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人口学特征 否 否 是 是

　家庭背景 否 否 是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抽样年级 否 否 是 是

　　学校 否 否 是 是

　　专业 否 否 是 是

增长率系数

　斜率常数项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贫困大学生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人口学特征 否 否 否 是

　家庭背景 否 否 否 是

随机效应方差

　Ｖａｒ（截距） ０．３５７＊＊＊ ０．３５４＊＊＊ ０．３４６＊＊＊ ０．３４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Ｖａｒ（斜率）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Ｃｏｖ（截距，斜率）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Ｖａｒ（残差）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不同层次占总变异％

个人内部随时间的变异 ４９．７％

　个人间的变异 ５０．３％

　个人样本量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４　３６９

观测样本量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１３　０６９

　注：１．模型均允许时间（大学学年）的截距和斜率在个人层次随机变化，并且
允许二者相关。

２．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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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为形象地描述这一动态变化过程，笔者基于模型４的系数
估计作出图２和图３。从图２看，在大学一年级，贫困大学生在自我效
能感上显著落后于非贫困大学生，在随后却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到
了大四毕业前，这两组人的自我效能感已没有显著差别。从图３看，虽
然自尊感同样处于一个虚高的水平，非贫困大学生的自尊感依然要明

　　注：图中的阴影部分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图２：模型估计出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自我效能感的变化趋势（按是否贫困划分）

　　注：图中的阴影部分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图３：模型估计出的大学生在校期间自尊感的变化趋势（按是否贫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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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非贫困大学生，但经过四年后，他们在回归到正常水平的自尊感
上已经没有差异了。简单来说，尽管贫困大学生在初入大学时非认知
能力要更差，但四年的大学教育过程缩小直至消除了他们与其他普通
学生之间的差距，因此，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这两组人在非认知能力
上已经旗鼓相当了。这也验证了笔者在之前提出的假设模型ＩＩ，即大
学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积极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对于家庭背景
差的学生作用更大。

（二）大学生初职收入的影响因素
前面的分析证实，经过大学四年的教育以后，贫困生逐步缩小直至

彻底消除了他们与其他学生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而这对于他们在
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表现有何意义呢？接下来笔者对大学生初职收入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表６报告了估计初职小时工资收入对数的回归模型。模型１和模

型２加入贫困的虚拟变量，个人非认知能力（分别是自我效能感和自尊
感）和认知能力变量（以标准化的高考成绩作为代理变量）（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９），并控制了劳动力市场特征、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以及年
级、专业和学校等因素。可以看到，贫困大学生在初职收入上与其他非
贫困大学生并没有显著差别。并且，与以前的研究结论一致的是，在大
学毕业生群体中，家庭背景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验证了，在大
学阶段，家庭背景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了。更重要
的是，我们发现，个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初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
且其作用大小是很可观的。举例来说，自我效能感每上升１分（尺度为

１—４分），大学生的收入就会增长１１．６％，自尊感每上升１分（尺度为

１—５分），大学生的收入就会增长９．５％。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能力
（由高考成绩测量）却与收入没有显著关联，考虑到大学入学考试本身
就是对个人认知能力（如ＩＱ）进行的筛选，在控制学校和专业以后，这
一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也是完全合理的。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以上这些结果一方面说明非认知能力的影

响要大于他们家庭出身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学生内部的分化主
要来自以往被我们所忽视或无法测量到的个人非认知能力。联系到前
面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非认知能力动态变化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进
行一个反事实的推断：如果贫困大学生没有在大学期间缩小与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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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估计初职小时工资收入对数的ＯＬＳ模型结果（Ｎ＝１　３３６）

因变量：初职小时工资收入对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贫困大学生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个人能力

　自我效能感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自尊感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标准化高考成绩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在校表现

　学业成绩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３）

　党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社团活动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学生干部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实习经历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兼职经历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劳动力市场特征

　工作地点为北京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部门（参照组：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私有企业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行业（参照组：第一及第二产业）
　ＩＴ业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金融业 ０．２３８＊＊＊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其他第三产业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职业（参照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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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２）

　一般工作人员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无法归类或缺失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３）

人口学特征

　男性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城市户口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少数民族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北京生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３）

家庭背景

　父母大学学历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父母白领职业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兄弟姊妹数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其他控制变量

　抽样年级 是 是 是 是

　学校 是 是 是 是

　专业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８５２＊＊＊ ２．６８１＊＊＊ ２．８５８＊＊＊ ２．６８６＊＊＊

（０．２９５）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５）

Ｒ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２

　注：１．“个人能力”和“在校表现”均为毕业前的测量值。
２．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他们毕业后的工作收入可能要比实际观测的
数值更低。具体而言，假设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
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或自尊感）的平均差异维持在他们初入大学时的水
平，那么贫困大学生的初职收入将会比其他大学生低１．１４％（０．０９８×
１１．６％）或１．２６％（０．１３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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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大学教育的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它传授了专业知识，更重

要的是，它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提供了的一个公平开放的
学习锻炼环境。在大学里，年轻人结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参与多种
多样的社团活动，获得宝贵的实习或兼职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自
己的社会资本，磨练自己的工作技能。而这一切都可能同时有助于提
高他们的非认知能力和毕业后的收入。

因此，本文还另外考察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在校表现的变量，包括
学业成绩（专业成绩在班级的排名）、９是否入党、社团活动情况（每周
参加学校各类社团活动的小时数）、是否曾担任学生干部，以及是否有
实习或兼职经历。对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所有这些在校表现指标
都与非认知能力正向相关，其相关性在０．０５的水平上统计显著。１０也
就是说，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越优秀，活动参与越积极，他们的非认知
能力水平就越高。

９．该变量取值为０—１，数值越大，表示成绩越好。例如，０．８表示受访者的成绩超过了８０％
的学生，位于前２０％。

１０．受篇幅所限，在这里不作单独报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一种可能性，即，个人在校的优秀表现会
直接影响毕业以后的工资收入水平，而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只不过是这
一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旦在估计收入的模型中控制了在校表现的衡量
指标，非认知能力对收入就不再具有独立的效应，也就是说，非认知能
力在这里是一个内生性变量。为了考察这一可能性，表６的模型３和
模型４又加入受访者在学校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表现。结果显示，除了
学业成绩和实习经历，其他在校表现变量均不会直接影响收入。并且，

在加入所有这些变量后，非认知能力的效应只是稍微下降，依然具有统
计显著性，说明个人在大学期间的活动经历并不会直接影响进入劳动
力市场后的收入水平，而主要是通过提升个人的非认知能力这一途径
来产生作用。

此外，由于在本科毕业后，学生通常面临直接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深
造的选择，有人可能会怀疑这一选择性的过程有可能使在工作样本中
得到的结果有偏误。比如说，贫困大学生出于经济压力和对家庭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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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更有可能在本科毕业后就马上工作，而更多优秀（比如说认知能力和
非认知能力更高）的非贫困大学生由于没有这一现实的压力而选择继
续读研，那么，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非贫困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的能
力差距就会变得不明显。因此，在表７用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了大学生本
科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可能性。从第一个主效应模型（模型１）可以
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以后，贫困大学生和非贫困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直
接工作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差别。而个人的认知能力越强（标准化高
考成绩越高），就越有可能继续读研，但非认知能力并不会对毕业去向
的选择产生明显的偏向作用。接下来的“交互效应模型”（模型２、模型

３和模型４）则进一步显示，贫困和个人能力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并
不是由于选择效应（更多能力强的贫困大学生或更少能力强的非贫困
大学生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使得在工作样本中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
学生之间的差距要更小。

六、结论和启示

长久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对高等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平等的均衡器
（ｅｑｕａｌｉｚｅｒ）的作用深信不疑。但在实际解释所谓的“大学效应”的过程
中，我们要么将其归因于高等教育对学生的高度选择性，要么认为大学
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符号效应，而大学本身作为
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却很少被提及或证
实。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回对大学教育过程本身作
用的思考上来。这是对以往相关文献的必要补充，也有助于加深我们
对高等教育对社会平等影响机制的理解。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非认知能力对于其在

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Ｖｅｕｍ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ｔｙ，

１９９７；Ｂｏｗｌｅｓ，Ｇｉｎｔｉｓ　ａｎ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Ｓｔｉｘｒｕｄ　ａｎｄ　Ｕｒｚｕａ，２００６）。本文的分析结果也证实，
即便在同质性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中，非认知能力的差异也超越了家庭背
景，成为对收入最为稳定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考察来自不同社会阶层
的人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在大学期间变化的趋势，对
于帮助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就变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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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估计毕业后是否直接工作的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Ｎ＝３　９１５）

因变量：毕业后是否直接工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贫困大学生 ０．１５３　 ０．３２０　 ０．３４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３） （０．４７２） （０．４９３） （０．１０５）

个人能力

　自我效能感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自尊感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６）

　标准化高考成绩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７）

交互项

　贫困×自我效能感 －０．０５８
（０．１６０）

　贫困×自尊感 －０．０４９
（０．１２３）

　贫困×高考成绩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５）

男性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城市户口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少数民族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４＊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１）

北京生源 ０．５７９＊＊＊ ０．５８０＊＊＊ ０．５７９＊＊＊ ０．５８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１）

父母大学学历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父母白领职业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４）

兄弟姊妹数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其他控制变量

　抽样年级 是 是 是 是

　学校 是 是 是 是

　专业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７ －０．２８４ －０．２０４
（０．５８６）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４） （０．５８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４
　注：１．“个人能力”为毕业前（大四）的测量值。

２．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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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五期数据和个人增长曲线模型，
本文向读者展示了，大学四年的教育过程逐步缩小了贫困大学生与其
他普通大学生之间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这一平等化的过程使贫困
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的初职收入差距缩小了一个百分点。虽然这一效
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太大，但由于会影响工作收入的先赋性因素（如
家庭出身）本身无法改变，且这一筛选过程早在进入大学前就已完成，
因此，大学教育在短短四年中对于关键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可以被看
做高等教育能“改变命运”的直接证据。与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是，在大
学期间，贫困大学生在学业成绩、荣誉获得、社团活动参与、入党、实习
兼职等方面的表现都要比非贫困大学生更为优秀，而由于这些活动均
与非认知能力的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这或许有可能提供了一个有效
机制帮助他们克服家庭出身方面的劣势，并最终消除他们与其他家庭
出身较好的大学生在个人能力和在之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上的差距。
简而言之，本文的发现驳斥了所谓的“读书无用论”，证明了上大学依然
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读大学是否有用？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但更重要的是，作为

研究者，我们需要问，大学到底对谁更有用，有什么用，为什么有用。研
究者早就发现，上大学的效应对于具有不同的上大学倾向的人群是不
同的，但他们比较的主要是上大学对于那些上了大学和没上大学的人
的差别效应１１（Ｈｅ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４；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０；Ｈｏｕｔ，

２０１２）。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即便是对于所有上了大学的人，
大学的作用依然是因人而异的。具体来说，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
说，大学教育对于学生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要更大。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本可以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更多的人，如家庭贫困或农村户口的人，
却恰恰最容易在教育过渡的过程中自愿或不自愿的退出 （Ｓｈｉ，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这值得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深思。

１１．即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与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Ｕ）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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